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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論點為﹕

（1）引言﹕梁燕城對牟宗三哲學的批評

（2）牟宗三﹕從“混沌”的生活世界到“智的直覺”

（3）梁燕城﹕“心靈的零點”與“上帝的境界”

（4）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之“純粹經驗”與現象學

（5）中國哲學的重建﹕回到“生活世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引言﹕梁燕城對牟宗三哲學的批評﹕

本文目的介紹梁燕城現象學方法描述的境界哲學，以及引發出來的中國哲學的重建問題。為了突顯主題，首先讓我們看他對牟宗三哲學的批評﹕

「我看牟宗三的新儒學始終建基於一個主客對分的思維系統，然後再求將主客化解入一圓融系統中。牟宗三哲學最大的不足是他想通西方，但他實在沒能通到西方最重要的東西（即科學）裏去。他提出良知坎陷開出科學，然而稍知科學的人，都明白科學不須由良知去“開出”，科學從來都是獨立於道德心之外的。科學跟儒學、跟良知並沒有關係。牟宗三把大自然收到人心主體裏來講，這是他最致命的弱點。」

「牟宗三哲學“人雖有限而可無限”的預設，本是要解決康德的哲學問題，但這在康德根本不是問題，康德就是要把人限定，免得人自以為是上帝，這正是其智慧。牟宗三以為這無限心的肯定是中國哲學精彩之處，我想恰恰相反，這觀點的文化暗示正是中國文化最大的痼疾。這是一種自我無限化的毛病，我稱之為“天下第一劍情結”。人一旦被無限化，其後果將是一場災難。這種人生觀認為人人可以成為上帝，牟宗三認為“無限心即上帝”，智的直覺一發，人就可以像上帝一般照見物自身，結果扭曲為人以為自己是真理的朗現，超越理性限定，後果就是無法無天。」 

康德的限制
本文主題是中國哲學的重建，特別是梁燕城以實踐著眼之人生現象學，他認為牟宗三以主客分離的康德架構來重建中國哲學，不但不能超越康德，反而受康德的限制，走的是死胡同，無法重建以人生哲學為主的中國哲學。梁燕城倡導的是以“心靈的零點”呈現生活世界，發展他的境界哲學，他自己走的是以上帝境界為終極的基督教信仰，但他希望後現代的中國哲學須要從牟宗三陸王的道德形上學，回到朱熹晚年的“中和說”。
回到生活世界
我認為任何以主客為主的哲學無法落實人生哲學在日用行常的實踐，這是現代新儒學走牟宗三學統之路的問題（本文無法詳論此點），而梁燕城的境界哲學有威廉、詹姆斯 (Willaim James) 純粹經驗 (Pure Experience) ，以及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背景，梁燕城如何消融這些理論，最後以他的境界哲學來超越理性（真）、善、美、佛教的空、道家的無、儒家的“超越天”，達到上帝的境界是一個挑戰，我感到他的境界是少數修道者靈修的途徑，雖然我贊同他對于主客之分哲學的批評，但我認為牟宗三、梁燕城和後現代中國哲學都須要回到生活世界，即使無法達到原始的生活世界，也至少能回到人日用行常的生活世界，否則以威廉、詹姆斯的實用哲學來衡量，他們的哲學都是形而上的玄思，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無關。
（2）牟宗三﹕從“混沌”的生活世界到“智的直覺”

傅偉勳说﹕「牟先生是王陽明以後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又言「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
  。而刘述先認為牟宗三「是把中国哲学由主观体验变成为客观学问的关键性人物。從这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确“古今无两”。
   

牟宗三之“後康德”哲學發展不是走現象學“物自身”和“現象”不分的道路，而是發展“智的直覺”為基礎的道德形上學，結果與他早期混沌成長的生活世界距離愈來愈遠。 他對于自己混沌中的成長過程說﹕

「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人衝破其混沌，透露其靈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徑與形態。這在當時是不自覺的。惟不自覺，乃見真情，事後反省，有足述焉。生命之秘，由此可窺。」
  
而他的“傷春”描述相當感人，幾乎具有梁燕城“本真直覺”所展現原始生活世界之境界﹕

「傷春的『春情』不是『愛情』，『愛情』是有對象的，是生命之越離其自己而投身於另一生命，是向一定方向而歧出，因此一定有所撲著，有其著處，各獻身於對方，而在對方中找得其自己，止息其自己，但是『春情』卻正是『無著處』。…但是春情之傷卻只是混沌無著處之寂寞，是生命內在於其自己之洋溢洄漩而不得通，千頭萬緒放射不出，…。 這無著處無指向的春情（混沌的洄漩），這無端的春情之傷，是喜悅的，豐富的，蘊蓄一切，而又什麼都不是。…普通說結婚是墳墓，其實愛情也是墳墓。惟這春情才是生命，才是最美麗的。這是最原始的生命之美，混沌之美。」

牟先生一直緬懷生命的本與根，特別像他父親那樣在農村生活有本有根的人，他對于山東農村老家的生活世界有這樣的懷念﹕

「十五歲，我離開了家鄉，進入縣城的縣立中學。…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與父母兄弟姊妹相處的家庭生活了，再沒有鄉居的自然生活了。…這是耗費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撲著的一個對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真正恰當意義的生活，生活如其為生活，當該是在生命中生活。唯農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們則是在對象上生活，是生命「離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費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發生命的生活。」

他深深地體會到自己學術生命基本上是生命之離其自己的發展 ，他並非不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正如禪修過程的“十牛圖”所展現的，修道者到達了“人牛俱忘”、“返本還源”的境界後，不能僅僅隱居其中，還須有菩薩的慈悲“入廛垂手”造福眾生。他自十五歲離家後，生命一直向外耗散在哲學思辨的抽象觀念系統中，寄托在“非存在”之抽象普遍性中，「一旦反照自己之現實生命，…全成孤零零的瓢萍。此即為特殊與普遍性之破裂。…這是“病至于死”之痛苦。」
  他並不是佛教徒，五十歲以後譯解《康德三大批判》建立學統是他“入廛垂手”的方式。

偉大的學問與創造的靈魂

「我常想，康德的三大批判，羅素、懷德海的《數學原理》，聖多馬的《神學總論》，佛教的“成唯識論”，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學”，這些偉大的靈魂，（從“學”方面說，不從“人格”方面說），實代表了人類學問的骨幹。（但從另一方面說）人類原始的創造的靈魂，是靠著幾個大聖人﹕孔子、耶穌、釋迦。… 他們沒有理論，沒有系統，沒有工巧的思辨。他們所有的只是一個實感，只是從生命深處發出的一個熱愛，一個悲憫﹕所以孔子講仁，耶穌講愛，釋迦講悲。」

熊十力的啟發

牟宗三自稱“智的直覺”及“良知的呈現”的慧命是由于聽到了熊十力對馮友蘭的以下一段話﹕「你說良知是假定。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牟的感觸是﹕「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發聵，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

康德的“智的直覺”

倪梁康指出，康德的“智的直覺”至少有三個意義
﹕

（1） 形而上的智的直覺，其意向是 “無法對象化”的外在超越對象，如整體的世界、物自身皆是，這種智主要是與客觀物自身的關係，是屬于外傾性的。康德認為這是人不會有的；

（2） 超越心理的智的直覺，其意向是 “無法對象化”的內在超越對象，如“自我”或“自由意志”，此意義下的智主要是與主觀物自身的關係。康德認為人不會有，而牟宗三卻肯定之；

（3） 創造性的智的直覺，康德認為唯有上帝有，若在人僅是想像的功能，牟宗三卻認為人（至少聖人）可能有。 
   倪梁康認為自康德後，在東西哲學中對于“智的直覺”的討論皆以上述三個涵意為根據。

牟宗三認為，假如中國哲學沒有智的直覺，那麼兩千多年來儒釋道的哲學努力將化為烏有，所以牟從康德哲學得到的洞見來重建中國哲學，其出發點就是“智的直覺”，特別是以它上述（2）、（3）涵義為主。根據倪梁康，牟先生的“智的直覺”有三個成分﹕

（1） 原始的直覺 (original or primitive intuition) （以別於次要的感官直覺），如《易傳》之「天道展現萬物之始」，牟運用王陽明之良知來解釋天道，正如孟子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種能力是上天賜與的，也是掌握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2） 由原始直覺衍生出來的是「創造性的縱貫直覺」（vertical intuition）（以別於感官直覺之橫攝直覺  horizontal intuition），若以孟子的「盡心、知性、而知天」闡釋，這直覺是創造性的原則，而非認識的原則，開啟了心性之學；

（3） 本質的直覺，接近康德之“統覺”（apperception），這基本上是現象學所謂的本質直觀 （eidetic intuition），這是一種特殊的意向性，讓我們掌握事物的本質或形式 (eidos or form)。牟宗三欲以此直覺或統覺來領悟我們內心的活動，但由此掌握的自我不是經驗的各別自我，而是超越不變的心靈本體（心體、性體），如胡塞爾的絕對自我 （absolute ego）、純粹自我  （pure ego）、本真自我  （genuine ego）類似，也是宇宙心  （absolute universal mind），能經歷千秋而萬古如一
。
康德對于「智的直覺」之否定性闡釋，突顯出西方哲學兩極化的問題，這也是東方哲學及後來的現象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形上學最後都回歸神秘主義，因為玄思、幻想沒有準則，而實證經驗哲學發展到極端，所有道德形上學的教訓、價值觀念都被摧毀了。這是康德面對的兩難窘境，也是牟宗三想要面對的問題，有學者批評他把儒家哲學引向理性化、知識化之途，使儒家的實踐變成言說的實踐
 ，而梁燕城批評他自以為可以“像上帝一般照見物自身”，也就是說牟形上學的玄思走過頭了，也許這正顯示牟宗三很努力地面對上述的兩難窘境。

而現象學解決此兩難的方法是這樣的，對“智的直覺”的闡釋須滿足三個要求﹕

（1） 須要有確定的知識基礎（保持經驗主義的特色）；

（2） 須要超越主客思想模式的束縛（超越康德之理性主義）；

（3） 須要脫離神秘主義的色彩，並具有清晰的洞見，（亦即維持傳統形上學之直覺洞見）。

這就是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所能提供的，為了和康德的感官直覺區別，胡塞爾擴展它為“超感官直覺”、“本質直覺”、“範疇直覺”，並將直覺意識過程分為兩個階段﹕（1）（有目標的）意向性；（2）意向的滿足。這種直覺源自康德的感官自覺，但無法從感官材料取得其意向之滿足，換言之，現象學的“本質直覺”可以具有經驗的基礎，又可以處理一些形而上學處理的題目，如存在、時間、空間等等，解決了康德“智的直覺”之兩難。我們有理由相信牟宗三“智的直覺”的發展，可以走現象學的途徑。

總之，牟宗三之智的直覺源自康德哲學，有中國哲學的背景，而與現象學可以有內在意義的關聯，雖然他認為現象學和人生哲學“不相應”，牟宗三的終極關懷是天而非上帝，人和天的關係到底與人和上帝的關係是不同的，牟宗三“智的直覺”不可能是上帝之“智的直覺”。倒較接近胡塞爾的本質直覺，它所獲得的知識不是客觀性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對象乃是事物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the entity)，可以洞悉“存在”和事物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nd entity），另外一位現象學家席勒 (Max Scheler 1874-1928) 也有類似的見解，他認為“人格”無法成為我們“感官直覺”的對象，但和“自由”一樣，可以成為“智的直覺”的對象，他對于直覺有一個新的闡釋，直覺是“對象的直接呈現，生命當下的喚醒 ”(an immediate awakening of the life itself in the life”，這不但和牟宗三“智的直覺”有關，甚至對于梁燕城“心靈的零點”也是遙遠的吶喊，這都是現象學媒介搭橋的成果。

康德「智的直覺」是現象學“本質直觀”的前身，經過胡塞爾改造之後和康德“感官直覺”具有同樣的知識地位，比如“自由”作為智的直覺或本質直觀的對象，也同樣是知識的對象，所以說現象學解決了智的直覺之兩能難困境，一方面不受實證哲學的影響而放棄直覺的洞見，同時也不走傳統形而上玄思的極端，把形上學理論神秘化，現象學化的智的直覺，走的是介于傳統形上學玄思與實證哲學之間的中庸之道，但它無法解決康德以來的所有問題。

（3）梁燕城﹕“心靈的零點”與“上帝的境界”

梁燕城可說是中國哲學界的異數，保守者甚至會說他是叛徒，他是現代新儒家的重鎮—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哲學研究所—畢業的高材生，也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劉述先、成中英這些新儒家大師的入室弟子，根據林治平在梁燕城近著《中國哲學的重構》的序言﹕「從西方的傳統哲學、希臘精神以及中古思潮、士林哲學，到存在主義、現代神學，燕城均曾以火熱的生命投身其中。他也曾瘋狂的迷上佛道的幽秘哲思，穿著長袍在香港漫步，甚或身披袈裟遠走印度尼泊爾。他是一個忠誠的真理探索者，也是一個率性的生命實踐者。」
  後來梁燕城成為華人文化世界內最著名的基督教歸依者，同一序言結論說﹕「（梁燕城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滿溢著實踐愛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對生命認真而竭力追求生命境界、『實踐上帝所賜生命意義的人』。」

傳統儒、釋、道倡導的是一個自力修養的智慧、解脫途徑，和基督教主張的他力啟示救恩有很大的鴻溝，所以基督教的傳播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並不很成功，然而二十世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華人移民海外後受現代西方文化熏陶的結果、目前後現代「真理（logos）中心下移」減弱了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等因素，都是基督教普及的有利因素。牟宗三對于中國人（華人）之成為基督徒有如此看法﹕「吾人不反對基督教，亦知信仰自由之可貴，但吾人不希望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真正替中國作主的炎黃子孫相信基督教。」
 

牟先生不贊成中國人信基督教，除了對于道統與文化生命傳承的責任感外，主要是他認為基督教缺乏主觀性原則，也就是缺乏所謂「生命的學問」，他說﹕「基督教因以神為中心，重客觀性，開不出正面的真實的主觀性，… 故在基督教下衝力之足，常不免落于激情。… 基督教正是以靈魂得救與消除罪惡為其本質。此是傳道者所天天講說的。但因不重主觀性，開不出正面的真實的主觀性，並不真能照察出什麼是罪惡（罪惡之具體意義），而期從根上消除之。」
  

根據我個人多年的觀察，在華人基督徒的知識份子中，除了出自傳統基督教家庭外，成年之後歸依受洗成為基督徒者，絕大部分皆非文史哲的專業人士，梁燕城和目前住澳洲雪梨之陳耀南教授是為我所知的例外者，文化人一旦成為基督徒後，固然中華文化的色彩濃厚，但文化自我批判覺悟與能力也比一般儒者還要深刻、強烈。這也是梁燕城在加拿大溫哥華創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背景與緣由。所以與其說梁燕城是中華文化的叛徒，毋寧言他是中國哲學、特別是新儒家的忠實批評者來得恰當，他是以實踐者的態度來內在地檢討「中國哲學的重建」。以下介紹梁燕城的境界哲學﹕

形而上的體証

「我讀中西哲學原典多年，發覺論証程序，是西方哲學企圖用理性去推証知識限制以外的世界，並希望有絕對的答案。而中國哲學則重在用一種體証的描述，去“呈現”那知識以外的世界，使人可以通過這描述去實踐地有同樣的體証。這是兩條進路，兩種不同的方法。而我基本上是採用後者的進路。我讀西方歷代哲學著作，任何論証都逃不了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運，因為理性的根本限制，沒有多少論証能理性上永恆証立。」

奧秘的領域
「故我認為哲學的重點與科學不同，科學須以論証為基礎，哲學面對一個知識不能了解的奧秘領域，各種論証都會二律背反，故其運作是基於已有現象，去作出一整體性的描述，去“呈現”出現象整體的可能理路。用理性建立一個意義的框架，通過一意義世界，去描述現象，將現象放入不同意義的互相關係和層次中，理清楚知識所達不到的奧秘領域，使各種哲學難題，在一整全意義世界中，得到意義上之定位，從而化解或解答各困擾人生的問題。」 

他受唐君毅的「人生現象學」影響很大，人的“超越自我”(transcendental ego) 畢竟是真理的行事者（ agent of truth），可以從現象學的“意向”內挖掘出一個本體。唐君毅寫「人生的體驗」，及其後的「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用其人生現象學的方法，通過人生的表現、文化的表層，描述出人的道德心或道德理性。梁燕城認為﹕「唐君毅的人生現象學解決了牟宗三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新儒學只有回到唐君毅那裏才會有希望。」
 

心靈零點與原始生活世界

「在後現代哲學的迅猛衝擊下，當今世界所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重建人的普遍價值。… 重建普遍價值必須有一個基礎，那就是“生活世界”。而這個生活世界又不等於“常識世界”（common sense world），… 它是原始的，在一切理論之前，在一切思想之前，它存在於人類共同體內。人一出生就有了一個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處於一種“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的本體狀態，而日常生活、常識世界只是發出來那“和”的狀態。本體是心靈的中，我稱之為“心靈零點”。」 

梁燕城心目中的生活世界是胡塞爾的「原始生活世界」，他的「心靈零點」是「喜怒哀樂之未發」的本體狀態，是須要修養才可以回歸的境界。他深感後現代虛無主義的散漫，急須建立「感通的哲學」，人類邁入現代後，建立起一套元敘事（meta-narrative）系統，以科學為元敘事，成為檢證一切的理性標準。然而後現代哲學卻打破了這種元敘事系統，主張一切並行不悖，破除了普遍敘事的可能性，各種不同體系互不相干，人與人，思想與思想，文化與文化都無法溝通，大家皆自以為是，多元化被推向了極點，對話不需要也不可能，結果產生了散漫的虛無主義。

終極奧秘與信念

胡塞爾認為人文科學無須以自然科學的標準衡量自己，人文科學是一種心靈的科學，是可以自足的。梁燕城境界哲學所最關心的，不是康德或現象學知識論的問題，而是知識範圍之外的終極奧秘問題。他以孟子的惻隱之心（仁心）解釋儒家「天德本體之直接流現」，這是天的情格，而有情的天就是上帝，為無限之真善美。 他經由個人的體驗從儒家天的境界提升到基督教上帝的境界﹕

「天德境界之呈現，為天德之善流現為人之仁心， 是一種善的感受（即惻隱之心）。…孟子曾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仁心之善情本為天德本體之直接流現，這天之本體原就是這善情，故這惻隱之情格，可稱為天的情格。」

啟示

「信心出現的同時，是因其遇見了特殊的啟示，所謂啟示，是指終極的奧秘者主動向人呈現，使奧秘的上帝與人心靈得以會面、對話、感通，而達互為內在的境界。」

信仰、開放、投入

「『信仰』是面對『可知的不可知者』那終極奧秘時，心靈的一種全面開放，以原始單純而無偏執之心，投入於深博之奧秘之中。『開放』是指迎接上帝入於心靈，『投入』是指進入上帝無限之真善美之中，形成『我在裡面，你在我裡面』的一種體悟，可稱為『互為內在境界』」。

恩情的上帝

「與上帝相交感通，可得知上帝之啟示，原為恩典的臨在，故神人相遇成為一救贖事件，…救贖與恩愛的上帝，可稱為『恩情的上帝』，…上帝仍有其隱藏的一面，而永不能被有限心靈所全部知曉，心靈因此須永遠以信仰開放追求，而能不斷增加對奧秘的新了解。」

理性探索與人生抉擇

梁燕城有關上帝陳述，到底是現象學的描述？基督教信仰內容的敘述？還是他個人形上學的獨白？ 他最近的一篇論文〈哲學與形而上信念〉
  對于此問題提出了最清晰、最有說服力的答覆， 我稱之為「信念形上學」（以別於道德形上學）。

他說﹕

「哲學要求從理性去探索終極奧秘的問題，由於永遠不能有完滿的答案，故此哲學的研究永遠要愛好與追求下去，這就是所謂“愛智慧之學”的特質，人要無止境地探索終極的真理。」

「人在具體生活中必須即時做抉擇，並希望抉擇是正確的，與真實世界相應的。在未有最後的理性答案時，人就要用另一方式去掌握終極奧秘的真實面目，那就是憑信心去相信終極真理是甚麼。」

「檢視這上帝創造萬有的信念，（相信上帝）創造了存有、生命、規律及人，故此（信念）可以充分解釋這四個自明真實的範疇，與之完全一致，上帝存在及創造萬物的信念，對於人生活中可見的一切，具有最整全的解釋性，也最能完整而符合理性。」

他是以存有、生命、規律及人四個範疇（自明的事實標準）來檢視虛無主義、唯物主義、泛神論與上帝存在四個不同的信念，結果認為上帝創造萬有的信念具有最整全的解釋性，也最能完整而符合理性。
（4）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之“純粹經驗”與現象學

梁燕城在他的近著《中國哲學的重構》中的境界哲學牽涉到威廉、詹姆斯的純粹經驗與現象學的方法。境界是由原始生活世界在他心靈的零點之呈現所體悟出來的，有境界體悟的人並不一定有其哲學， 不一定能夠對于其境界做人生現象學的分析，達到其本質直觀。梁燕城之「心靈的零點」顯然是有境界體驗者的心靈狀況，人生現象之描述如何促進一般人同樣的體驗呢？

威廉、詹姆斯之“極端經驗論”(radical empiricism) 和古典經驗論 (classical empiricism)最大的差別是，他認為經驗是“當下之生命流”(the immediate flux of life)是持續而不間斷的，而古典經驗論卻把經驗想像為類似原子的分立單元，既然是分立的個體，其問題是如何把它們連接起來，這就給了形上學的各種理論有機可乘，提出形形色色的理論來解釋這些單位如何聯繫起來。在他的“極端經驗論”中強調的是純粹經驗的重要性，這純粹經驗不是主觀也非客觀，既非內在，亦非外在，類似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中立一元論 (neutral monism)，事實上羅素的理論是受他影響的。我們看威廉、詹姆斯如何形容這“當下的生命流”﹕

「我將純粹經驗的哲學稱為鑲嵌哲學 (mosaic philosophy)，實際上的鑲嵌 (mosaics) 的各別成分須依賴底層 (bedding) 將它們連接一起，其他的鑲嵌哲學依靠實體 (substance)、超越自我 (transcendental ego) 、或絕對 (absolute) 作為聯繫的底層，而我的極端經驗論不須任何的底層，仿佛經驗的拼圖成分靠其邊緣自行黏在一起，它們之間被經驗的過渡就是粘結劑。…所以我們任何時刻都相信有一個將出現的來臨，除了特殊情況外，我們的期望總不會落空。…新的經驗不斷地接合於舊經驗，宇宙也因此繼續成長。」

再者﹕

「（有關純粹經驗），從主觀立場我們認為經驗代表、呈現（對象），客觀地說，經驗又是被代表、呈現。而代表或被代表的是屬于同一的經驗。我們必須記住，經驗本身並不具有代表或被代表的二元性。經驗在其純粹的情況中，並無知覺及知覺對象之分，其主觀性及客觀性僅僅是經驗的功能特性而已，因環境不同它可以被視為主觀或客觀，唯有當我們反省過去時，才重新區分。任何時刻，當前的呈現即我所謂的純粹經驗。」

詹姆斯深信古典經驗主義之不連貫性經驗導致懷疑論，另一端就是以唯心論之絕對心靈來聯貫經驗的個別單位，而極端經驗論除了可以避免這些傾向外，也可以脫離各種二元論的束縛﹕如知者與被知者，主觀與客觀，心與物，思想與對象，以及價值與事實等形而上的對立範疇。這些範疇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把我們“經驗的生命流”之成分作功能性區分的工具，如此的闡釋顯現了實用哲學的特性。

他在《心理學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一書中指出，人的心理情感是先由生理層次表現出來，但是常識卻告訴我們，發生了不幸事情，我們先悲哀（心理），然後哭泣（生理）；遇見了一隻熊，先恐懼（心理），然後發抖（生理）；受了侮辱，非常生氣（心理），再打對方（生理）。他認為這種見解是錯誤的，事實正好是相反的，倒是因為我們哭泣（生理），才悲哀（心理）；因為我們發抖（生理），方感到恐懼（心理）；打了人（生理），生氣的情感（心理）接著產生。他主張我們的情感（心理）與生理的表現是連在一起，純粹和身體的生理無關的心理情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經驗皆有生物生理方面的基礎。

人的行為基本上是對于環境的生物性之“反射動作 ”(reflex action) 和本能反應，皆具有目的與實用性質，關心的是事情成不成功，而非真理的追求或道德律的遵守。以現象學的立場，人生哲學是第二義，知識論乃是首要；再者，僅有少數人才會有胡塞爾現象學的「本質直觀」，它對人生哲學、人生境界並無直接關係，而梁燕城之“心靈的零點”顯然是靈修的結果，其生活世界背景是“原始的生活世界”，超越了胡塞爾一般生活世界的主客之分。

羅素在他《心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書中坦承他的“中立的一元論” 是受到詹姆斯純粹經驗的影響。詹姆斯認為心和物皆從更為基本而非心非物的純粹經驗衍生而來的，純粹經驗是生命的原始流變  ，供給我們思考範疇的材料。它僅是“那個”（that），還沒有成為具體的“什麼”（what），這些具體的“什麼”可能包含心和身體，人與物質的實體，純粹經驗構成的“什麼”，不在於經驗的形上學存有地位的 (ontological  status) 不同，而在於純粹經驗所參與的關係之不同。它是心物之共同來源。

詹姆斯又說，人神經系統之結構成分可分為三，彼此相互依賴﹕（1）感覺印象﹕它只是為了喚醒神經中樞之思考過程；（2）神經中樞之思考過程﹕其目的是為了引起最後在外在世界的行為；（3）所有的行動﹕皆為對于外在世界的反應行動。 中間過程的思考只是過渡階段，它的兩端皆與常識生活世界聯繫，也就是說，人生命之流的信息皆從眼睛、耳朵進來，而從手腳嘴反應出去，在內部所產生思想的唯一功能是決定手、腳、嘴等感官在目前既存情況下，採取對我們最為有利的反應方向。總之，詹姆斯從他實用哲學的立場來看，人的經驗皆有生物本能的基礎與實用傾向，這是前思考、前理性之經驗傾向。

現象學的還原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若現代性認為理性可以代替生活世界，那麼現象學不是現代；若後現代之反理性流于相對的虛無主義，那麼現象學也不是後現代。現象學是一門嚴格、明確與自我覺察的科學，比其他的科學還要具體。我們可能會認為物理學或生物學是很具體的科學，因為它們研究當前物質性的事物，但只要它們沒有充分地理解其所以賴以成就的意向性別 (intentionality) 活動，它們並不具體。

現象學的超越是對于自然態度的超越，如果要在自然態度中對任何意向性描述分析，根本無法做到。若要有哲學性的超越，就必須對分析對象保持距離，並加以反思。 在現象學態度中，我們將正在考察的意向性加以懸置，使其不再進行作用。但這並非表示我們開始懷疑意向性及其對象，我們對于意向性還是保持原來的樣子，只是現在可以對其加以關注思考。 

現象學的態度也叫做“現象學的還原”，從我們所關心的目標“離開”，“回到”僅對準意向性的觀點。當我們採用此觀點時，我們懸置 (suspend) 了意向性，使我們的根本信念暫停作用，也叫做“存而不論”(epoche)， 使之中立化。
  懸置 (suspend) 、存而不論(epoche) 是指意向性而言，而“放入括弧中”（bracketing）卻是指意向性對象的事物與世界而言，換言之，我們懸置自己的信念，把世界以及有關事物放入括弧之中。
  
本質直觀 (eidetic intuition)
我們上面討論智的直覺時，已談到現象學的「本質直觀」(eidetic intuition)。某些人對于本質有某種洞察力，這就是本質直觀，它可通過意向發展的三個層次來闡釋﹕

a)    典型 (typicality): 如我們的經驗獲得“木頭”與“漂浮”關聯的典型，但未有明確的判斷說﹕「木頭會飄浮」。飄浮的特徵在不同木頭，不同場合出現只是相似，而非相同，只是關聯的性質。（人以外其他動物的意向，只能達到此層次）。

b)  經驗的普遍性 (empirical universal):在此層次我們看到飄浮的相同性，會以普遍方式來宣稱「木頭會飄浮」。（一般人的意向皆屬此層次）。

C) 想像變異 (imaginative vairation): 在此層次我們努力分析、獲得事物不可或缺的特徵、本質。我們離開了經驗的普遍性，進入了事物的本質或必然性，從知覺的領域轉移到想像的領域，從實際經驗轉到哲學思考。假如果成功的話，我們就具有本質直觀， 這是屬于現象學者意向性 的層次，其洞見比實證的普遍性更必然，更深刻，須要有創造性的想像。

胡塞爾走的是中間路線，他知覺 (consciousness) 和世界連結起來以確認知覺的客觀性。他同意康德的見解，認為我們在知覺中和世界聯繫，但反對康德將真實存在流放到知覺所不及的物自身領域。
  胡塞爾認為現象學的存而不論（epoche）、還原 （reduction）使我們中立。我們既不確認也不否認包括自己在內的外在世界之存在實體。
   他又強調精神(spirit) 的自存、自足，大自然(nature)之科學真理僅是表面上的自足，表面地被以理性知識對待，它是自然界之精神研究的產物，所以必須預設精神科學之存在。人文科學要與自然科學爭取平等權是錯誤的，唯有當精神從它天真、幼稚外傾向回到它自己本身，並純粹和自己在一起，它才真正可說是自足。 
 

牟宗三把胡塞爾現象學纳入康德的“識知”（感官知識所成的知識）之領域，他認為康德只承認“識知”，却没有看到“智知”（由智的直覺所成的知識）
  在牟宗三的眼中，胡塞爾與康德都囿于知識論的傳統，没有看到真正的知識乃是“本體界的存有論”，而非“現象界的存有論”。
 歐洲哲學發展至康德，已面臨了困境：一方面，對于形上學的堅持導致神秘主義。而另一方面，對于實證理論的貫徹，產生了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

（5）中國哲學之重建﹕回到生活世界
中國哲學本來就是源自於生活世界，梁燕城的貢獻就是以基督徒關心實踐的立場，喚醒後牟宗三的儒者他們傳統「知行和一」的文化使命及生命的學問。其中最重要的呼喚就是「回到生活世界」。胡塞爾對于“生活世界”並沒有一致的解說，但可分析出兩個層次﹕（1）日常生活世界；（2）原始生活世界或純粹經驗世界。
  在胡塞爾的《歐洲科學危機與先驗現象學》書中，他說﹕「 “周圍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個僅在精神領域內才有其地位的概念。我們生活于我們各自的周圍世界中，我們的全部憂慮和勞作都適用于這個世界，這裏所表明的就是一種純粹在精神領域中發生的事實。」
 

胡塞爾認為“日常生活世界”仍然具有知覺經驗特徵，不是發源上最先被給予的“基底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前，還應有一個“純粹直觀的世界”，胡塞爾稱之為原始生活世界，也就是詹姆斯之純粹經驗世界，這是一切存在的最終根基，具有形而上意義。日常生活世界是給予的“非課題化的世界”、“有效的世界“，我們只是接受，而原始生活世界的獲得須去除那日常生活的沉積物，並回溯到那先驗的自我，那純粹的經驗之流。
  所以原始生活世界似乎是涵養、靈修、修行之過程和手段，而其純粹經驗也是我們進入梁燕城境界哲學之門徑。

以牟宗三的話語說，日常生活世界是生命「在其自己」的生活，而非「離其自己」為了對象上的生活。而一般人的生活皆「離其自己」的生活。完整豐富的生活本身才應是我們唯一的對象和目的，生活不為了別的，就為了“活著”。一切勞作都是為了生活的發揮和展開。因此，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個尚未分化的世界，他的知、情、意各個方面的需求以及相關的目的、課題、趣味等等，都可以互不排斥地同時存在並交融于這個世界內，我們不應讓任何一種經驗或解釋方式來佔有並說明這個世界。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從實用哲學的立場闡釋原始生活之純粹經驗世界，他認為“給予我們的原始世界”及其內容和我們主觀興趣、利益是不相關的，無論我們如何想像，也無法描畫出其形象。我們實際經驗的處理過程是這樣的﹕我們把原始世界的模式打碎，挑那些和我們有關的項目，以我們自己的立場、興趣把它們與其他成分接合、歸類，我們重新塑造了適合自己的順序與傾向，希望看到特定的效果而準備，並可以用單純與和諧來替代原始的混亂。

從威廉、詹姆斯的實用哲學看，“原始的世界”原本是與我們不相干的混亂，我們想避之都唯恐不及，然而我們打碎它，重新整合它成各種科學，我們就覺得心安了。我們從中塑造出千千萬萬的人為秩序，仿佛別的秩序皆不存在，我們“發現”了感官直覺未察覺的“關係”，而在無數的關係中，我們挑出某些關係是主要、有律法權威，而忽視其餘。我們所謂的主要關係，不過是指適合我們目的罷了，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自己感到簡明並且可以預測。難道這些整合不是為我們主觀的目的嗎？ 這些整合是我們所謂的科學。而奇妙的是，原始世界給予的原來模式，可以讓我們多樣化地重新塑造，而任何哲學未能解釋為何宇宙會有如此巧妙的安排，它怎麼會如此地配合我們各種科學、美學和實用的目的。
  自然科學、哲學、宗教皆是如此起源自生活世界。
而事實上，我們現代、甚至後現代的社會離開生活世界愈來愈遠了，牟宗三認為我們是“耗費生命”，過著“離其自己”的生活。而梁燕城也指出「在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系統中，生活被金錢與權力所操控，本來多樣化的生活世界，遂被化約於簡單可計算的金錢與權力兩個範疇中，變成其殖民地，哈貝馬斯稱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 
  所以在這方面，牟宗三與梁燕城是一致的，他們內在的靈魂都呼吁他們回到生活世界，不但是日常生活世界，特別是原始的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人溝通行動所以可能的條件，認為生活世界的互動，須經由溝通行動，而一切經濟和行政系統都根於生活世界，也必須溝通。
    現代哲學分水嶺是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 其後啟蒙運動的思潮，由此思路而將主觀和客觀區分，將心靈與物質徹底二分，心靈打入主觀世界，物質打入客觀世界，客觀世界由科學與理性統管，被視為真實可靠的，主觀世界被視為相對而無普遍性的。而一切與心靈有關的價值皆不可靠。

梁燕城認為一個多世紀來的西方哲學發展， 對於生活世界的反省課題上，曾經提出了三個選擇方案﹕（1）遺忘生活的語言、分析，變為純技術性及純抽象理念的分解；（2）摧毀生活的解構主義，變為化意義為虛無的一無所是；（3）由現象學轉向為肯定生活世界，存有在世，我你互融的領域。這是回歸哲學的真正始源，即回歸到生活世界。
  他明顯地選擇最後的方案，而加以中國哲學化，亦即在原始生活世界內的純粹經驗、心靈的零點中發展出他的境界哲學。

燕城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之心靈的零點，「展開一個未經反省，未有語言構作的世界，是純粹的經驗，也是一多樣相呈現的天地。這是一種“無名”的非語言狀態，天地在此開始呈現，故云『無名，天地之始』」。
  既然「未發是無偏見的本真，一發就成偏見」，朱熹實踐反省的課題是「如何尋得未發之“中”，又發而皆“中節”呢？」
，朱熹首先接受他老師李侗（李延平）的教導從「未發」處用功，後來受張南軒（張欽夫）的胡五峰胡湘學派影響，經由「先察識（已發），後存養（未發）」之修養工夫進路。所謂“中和舊說”是指受胡湘學派影響，重視“已發”察識功夫的理論，而所謂“中和新說”是回到李延平未發功夫的舊傳，但略有修正。

有關朱子中和說的發展，牟宗三於《心體與性體》書中（第三冊）義理闡釋較詳盡，然而錢穆的《朱子新學案》有以下清晰的結語﹕

「朱子於湖湘之學本有淵源。…及南獄（與張南軒討論）歸來，遂一意捨去延平求中（於）未發之教，而專從向所抱持心屬已發之舊意見上推求，此則其中和舊說之所由來也。一年以後，又獲新悟，始於此心之已發未發，能兩面兼顧，更不專著一邊。…蓋延平之教，本亦內外兼顧，動靜交修，惟未如朱子此番所悟的明徹透切。…朱子又從程門拈出一敬字，已發未發，動靜交融，至是而昔日師門教誨，於日用處用工，去聖經中求義之兩項，亦始覺其為完密無少虧漏。」

梁燕城對于朱子繼承程伊川「涵養須用敬」的修養工夫，有如此的現象學描述﹕「『涵養用敬』是一實踐方法，使人心靈的原始本真
，得以自然流發而與生活世界的事件有如實恰當之回應，這實踐之途，是刪除了語言、意義系統、世界觀及意識形態所帶來的理論框架，純用道德實踐來直接回應生活世界，因而避免了成心偏見所構作的限制和扭曲，得以將本真直覺釋放出來。」

朱子的修養工夫是﹕「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先有個影像在，這如何照得。」
  這是心、本真直覺、亦即純粹經驗可以呈現的生活世界。
  本真直覺於生活世界的直接呈現中可領悟出境界，境界與成心偏見所構成的思想與世界觀不同，由于每人的命限，及其修養進路之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境界。
  朱熹的工夫仍帶有早期的禪味，且是神秀之「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的體驗，而非慧能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的境界。淨空法師認為境界的修行相當困難，因為業的力量太大，「放下萬緣，以清淨其心」較為可行，他指引的途徑是《金剛經》之「無住生心」。這是我們可以用功的更為根本之源。

相較之下，牟宗三哲學的精彩不在於體驗的陳述，而是道德形上學理論的分疏建立。他認為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代表中國客觀性的老傳統，而孔子從仁、智、聖的主體性開闢了主觀性的實踐傳統，所以北宋程朱承繼客觀的老傳統，而陸王較為契接孔孟的主體精神，因此批評朱子為“別子為宗”
。梁燕城以主客不分的人生境界哲學重新闡釋朱熹的中和說，批評牟先生是有其根據的，牟宗三主體性的生命學問和梁燕城的主客不分境界哲學的確是有區別。然而後現代中國哲學須要回到生活世界，否則繼續成為學者的純智性、純理性的探討，這是梁燕城以人生現象學方法開出的新途徑給我們的洞見與啟示。

牟先生對現象學的直接理解主要是通過對海德格著作的閱讀，他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完全是用来说明纯粹意識結構的，基本上是一種知識學的方法，因此，「就準確知識言，這方法也许可以是相應的，就一般採用以作客觀的研究言，亦可以是相應的。唯講人生哲學，現象學的方法则不相應」。
  牟宗三若能有機會對現象學作進一步地研究，他會超越康德主客之分，而回到胡塞爾的生活世界。他那農民家庭的文化背景使他難以忘懷那有本有根的生活世界，他為了建立客觀學統的“致曲”、“坎陷” 數十年如一日，那是客觀悲情環境使然，他必然還是想回到生活世界的。

結論摘要如下﹕

1. 正如劉述先所說的，牟宗三的貢獻是建立儒家的學統，但他的道德形上學（所謂“生命的學問”）是建立在康德主客分別的哲學基礎上。這是無法落實在一般人的日用行常生活中。

2. 梁燕城的境界哲學具有實踐體驗的基礎，但他心靈的零點，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的原始純粹經驗，是靈修的結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3. 現象學主要的目的是要從知識論的立場，來解決形上學與實證論之上述兩難困境。梁燕城所推崇的唐君毅之人生現象學，形上學的傾向仍然很強，牟宗三曾說他早期對于唐君毅無定準的形上學並不相應。

4. 如何將現象學、生活世界、純粹經驗、心靈的零點接合起來仍然是一大挑戰。梁燕城以朱子的“中和新說”闡釋心靈零點的未發狀態，並以“涵養須用敬”來兼顧已發未發。 他對牟宗三哲學的批評，突顯了新儒家實踐的一些重要課題。

5. 中國傳統的佛道人生哲學重點在解構，如《楞嚴經》之“捨識用根“，淨土宗的“萬緣看破、放下”，老子《道德經》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皆強調回到原始生活世界的解構。牟宗三的“智的直覺”、胡塞爾的“本質直觀”、梁燕城的“境界哲學”在建構方面皆有所建樹。然而梁燕城的“人生現象學”做了綜合上述各方面的嘗試，這是他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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